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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突破： 新媒体技术逻辑下
媒介体制研究的再审视

刘　 娟

摘　 要： 媒介体制的日益多元化， 使得不同传播形式重叠，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逻辑、 传统、 利益观和

价值观， 从而对媒介体制研究的分析提出新要求。 回顾既有媒介体制研究， 因其缺乏动态调适性， 忽略新

变量带来的整体性意义， 以简单模式抹杀媒介体制的异质性和多样性， 不足以解释新媒体技术和全球化等

新参数带来的新问题， 在此基础上需要重新审视既有媒介体制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结合新参数带来的新问

题， 从整体性语境和研究本质出发， 进行时空纵横的结合和既有研究范式的融合， 借助有效的理论和方法

资源去除既有研究路径依赖， 厘清媒介体制的因果关系、 文化内核和意义之网， 从而突破既有研究中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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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语境的变迁和传播模式的发展， 使得各国媒介体制的核心———媒介机构本身及其功能， 以及从

事新闻生产的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和任务， 发生颠覆性变革。 以此纵观全球， 不同国家的媒介体制研究

需要处理不同的核心议题， 在此新背景下， 新媒体技术和全球化作为影响媒介体制研究的主要新变量

介入既有媒介体制研究中， 使得既有媒介体制研究路径和范式缺陷愈加明显， 因此有必要对既有研究

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反思。

一、 既有研究路径中的不足和新问题

（一） 对规范性研究和经验性研究的再审视

在一般意义上， “体制” 代表了社会学中的 “结构” 及其稳定关联所形成的结构， 以及这种关联所

遵循的原则和规范， 制度是体制的核心。［１］ 丹尼斯·麦奎尔认为： “传媒制度是一切与传媒领域相关的

制度， 具体而言， 媒介体制是指嵌入政治、 经济、 文化等社会结构中的媒介组织及媒介运行的正式或

非正式的程序和规则。” ［２］

在梳理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发展至今的媒介体制研究现状、 价值底色和逻辑架构过程中， 会遭遇两种

看似相反实际暗通的研究路径。 一种是以 《报刊的四种理论》 为代表的规范性研究， １９５６ 年施拉姆、
希伯特和彼得森三位学者总结归纳出四种传媒体制类型： 威权主义、 自由主义、 社会责任和集权主义

模式， 开创媒介体制研究的源头， 积淀基本研究范本。 三位学者以哲学为基底的方式， 把媒介体制纳

入抽象且普遍的 “既定权力关系和利益结构” 中， 赋予传媒所置身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色彩， 用西方标

尺衡量充满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媒介体制现实， 从而体现出一种理想化的媒介体制模式： 自由主义西方

模式。 另一种是以超越规范性研究为前提的经验性研究， 以哈林和曼奇尼合著的 《比较媒介体制》 为

典型代表， 用四种维度： 媒介市场的发展、 政治平行性、 国家干预、 新闻专业主义， 论述 １８ 个国家媒

介体制的复杂性， 总结和归纳出三种模式： 大西洋与自由主义模式、 地中海与极化多元主义模式、 北

欧中欧与民主法团主义模式，［３］从理论选择到经验数据的收集， 再到逻辑框架的设计， 试图超越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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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路径中的不足， 最终却没能脱离规范性研究的藩篱。
规范性研究从 《报刊的四种理论》 奠定媒介体制研究的框架伊始， 认为哲学和政治制度是影响和

决定媒介体制的必然因素， 给出四种普遍性模式， 无视 “普遍性” 价值体系 （此普遍性下暗含着西方

的优越性和理想性） 中隐藏的历史局限性、 思想局限性和利益特殊性， 忽视自现代性以来， 各国社会

变革、 制度建设、 技术发展和经济建设等诸多因变量给媒介体制带来的整体意义。 所以从规范模式出

发的研究， 以西方媒介体制模式为标准来审视其他国家， 无法看到世界历史范围内其他国家媒介体制

的多样性。
　 　 经验性路径虽承认多样性和丰富性， 却在大量数据中掩盖了媒介体制研究的理论建设问题， 拥有

诸多数据， 扎实的经验事实， 将研究扩展到更大范围， 但仍停留在规范性研究框架内， 并未超出规范

性研究的基本视域， 在理论上默认规范性研究提供的基本原则， 例如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框架， 本质

上是对规范性研究的修补。 在经验数据获取的基础上， 给出比较和分类维度， 然后将不同国家的媒介

体制纳入其中， 总结为几大模式， 把复杂多样的媒介体制特征和要素简化为四大特征， 忽视 “西方与

其他国家媒介体制” 维度之间的断裂和重组后带来的矛盾， “忽视国家内部的差异性和异质性， 忽视媒

介体制和社会体制之间的互动关系， 只局限于不同媒介体制之间的联系和强调政治因素的影响， 忽视

媒介体制的不确定性和暂时稳定性， 存在解释范畴和视野不当问题， 例如缺乏对国家内部、 区域性和

全球范畴内媒介体制的考量， 忽视历史、 文化、 社会传统对媒介体制的影响。” ［４］

（二） 后续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以 《报刊的四种理论》 为基础产生大量规范性研究， 以 《比较媒介体制》 为基础产生大量经验性

研究， 虽在研究方法上延续既有路径， 但学者们仍致力于扩展研究框架以更加全面阐释媒介体制现状，
在原始框架的基础上增加新内容。 １９８１ 年哈克滕 （Ｈａｃｈｔｅｎ） 增加了媒介变革性概念， 在分析苏联解体

后国际媒体格局的基础上认为媒介体制的改变引起了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变迁［５］ ； １９８７
年丹尼斯·麦奎尔 （Ｄｅｎｉｓ ＭｃＱｕａｉｌ） 提出两种新的媒介体制理论： 民主参与理论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受众平等使用， 服务于受众利益而非组织和政治目的） 和发展理论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第

三世界国家的媒介体系服务于发展目标）， 认为媒介体制是政治经济权力的代理机构， 其内容生产反映

了政治经济结构［６］ ； １９８８ 年斯巴克斯 （Ｓｐａｒｋｓ） 和斯皮里乔尔 （ Ｓｐｌｉｃｈａｌ） 提出媒介体制的两种基础分

类： 商业化和家长制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ｔ） ， 认为后者囊括了国家和精英对媒介控制的媒介体制类型［７］ 。 此外，
媒介体制的分类维度也有所扩展， ２００５ 年布鲁姆 （Ｂｌｕｍ） 在完善 ２００４ 年哈林和曼奇尼研究的基础上提

出了将文化特点作为分析媒介体制变量的新维度， 增加了新闻自由、 媒体所有权、 媒体文化、 媒体财

政收入、 媒体导向、 政治文化等变量， 在此基础上囊括了更多国家在内， 提出自由模型 （大西洋—太

平洋的美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公共服务模型 （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北欧国家）、 爱国主义模型

（阿拉伯国家）、 命令式模型 （亚洲—加勒比， 包括朝鲜、 古巴、 越南等）， 但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些特

定的国家被划入某一特定类型。［８］

新近研究范畴可划分为： 第一， 研究个别国家媒介体制， 例如海德薇格·德·斯迈勒 （Ｈｅｄｗｉｇ ｄｅ
Ｓｍａｅｌｅ） 的 《俄罗斯媒介体制的界定》， 认为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媒介体制不是马克思主义模式、 社会

主义模式或共产主义模式， 而是后共产主义 （ｐｏｓ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模式， 仍由国家控制但缺乏一致性， 显

性审查去除， 隐性控制仍在， 兼具去中心化和中心化特征， 西方商业新闻生产模式的借鉴和公共服务

模式共存；① 第二， 在民族国家单位内研究媒介体制与政治经济等变量的关系， 艾德里安·哈德兰 （Ａ⁃

９２

① Ｄｅ Ｓｍａｅｌｅ Ｈ􀆰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ａ ｌａｂ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ｍｅｄｉ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ｅｓｔ ｍｅｅｔｓ Ｅａｓｔ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Ｗｒｏｃｌａｗ， Ｋｌｉｃｚｋｏｗ Ｃａｓｔｌｅ， ２３－２５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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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ｉａｎ Ｈａｄｌａｎｄ） 在 《南方视野下： 变革的动因与迹象》 一文中认为媒介体制变迁独立于政治经济；① 第

三， 分析媒介体制对媒介信息内容生产的影响， 沃尔克·尤斯 （Ｖｏｌｋａｎ Ｕｃｅ） 和昆蒂·德·斯维尔德

（Ｋｕｎｔ Ｄｅ Ｓｗｅｒｔ） 《从媒介体制的三种模式分析土耳其媒介体制》， 以哈林和曼奇尼提出的媒介体制变量

来分析土耳其的媒介体制如何影响政治信息的传播和生产；［９］ 第四， 比较个别国家的具体媒介体制的改

革， 例如卡莱斯·莱奥朗 （Ｃａｒｌｅｓ Ｌｉｏｒｅｎｓ） 和伊莎贝尔·费尔南德斯·阿朗索 （ Ｉｓａｂｅｌ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Ａｌｏｎｓｏ）
的 《比较视野下的英国和西班牙公共广播电视媒介体制改革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 分析西班牙和英国公共

广播电视媒介体制改革差异。［１０］

２００７ 年托马斯 （Ｔｈｏｍａｓｓ） 将 ５０ 年的媒介体制研究总结如下［１０］ ：
（１） 比较媒介体制研究长期局限于以学者所在的社会和哲学基础为背景来衡量和分析其他国家的

媒介体制， 忽视此思想基础与媒介体制之间的差异和鸿沟；
（２） 媒介体制的研究和类型分类方法从规范性研究向经验性研究转变， 整体上对媒介体制类别的

分类数目略有增长；
（３） 将政治体制作为特定分析背景环境的研究增多；
（４） 基础理论反映了社会科学和传播研究的理论成果；
（５） 对媒介体制的分类模式过于静态， 难以反映出媒介体制和媒介实践的变化；
（６） 互联网技术对媒介体制的影响至今尚未被系统分析， 但比较媒介体制对于全球化而言， 仍是

理解和认识全球化的重要维度和途径。 即使有从互联网角度出发的相关研究， 也只停留在分析媒介体

制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内容生产模式的影响层面， 例如 《比较媒介体制和媒介内容： 十个东欧和西欧

国家的网络报纸分析》， 借助哈林和曼奇尼对媒介体制的分类， 从报道类型相似性、 新闻的垂直欧化和

水平欧化三个维度分析 １１ 个欧洲国家网络内容与媒介体制之间的关系。［１１］

随着传媒产业商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 以著名传播学者达拉斯·斯麦兹 （Ｄａｌｌａｓ Ｗ·Ｓｍｙｔｈｅ） 为代

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 开始关注媒介体制的中观层面———媒介所有权、 控制模式、 产品生产和分配关

系， 将政府对传媒产业的管理和规范作为研究的核心问题， “但无论是报刊的四种理论、 传播学的批评

研究， 还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介制度的研究， 主要是一种静态分析研究， 并没有对制度的形成和变

迁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１２］ ， 缺乏动态变迁进程研究， 缺乏新媒体技术维度和跨国媒体对媒介体制影响的

考量。
（三） 新参数带来的新问题

新媒体技术逻辑下， 需要重新阐释新媒体技术和跨国媒体合作给媒介体制研究带来的影响， ２００３
年黄成举 （Ｃｈｅｎｇｊｕ Ｈｕａｎｇ） 呼吁更新媒介体制研究方法， 提出 “规范性媒介体制研究源于特定的历史

背景， 缺乏根据环境变化而变化的自动调适能力”， 不能再停留于对复杂且动态的媒介体制现实进行简

单分类的层面上［１３］ ； ２００６ 年古斯塔沃·卡多佐 （Ｇｕｓｔａｖｏ Ｃａｒｄｏｓｏ） 认为： “媒介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太

新， 它们将如何影响媒介体制和全球传播空间， 尚未定论， 将其纳入媒介体制研究存在很大难度。” ［１４］

２００７ 年托马斯提出新媒介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对媒介体制的影响至今尚未被考量， 认为媒介体制研究应

该走向动态分析， 去除对学者哈林和曼奇尼的路径依赖， “不仅研究媒介体制已是如此， 更要研究媒介

体制去往何处” ［１５］ 。 以此， 媒介体制研究应该去除既有研究路径依赖， 将媒介体制视为人类传播变迁历

史中不断转变、 调适的过程， 将其视为一个随着政治体制、 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动态体

系， 相较于静态分类， 动态的变迁更应该被纳入分析范畴； 将媒介体制变迁视为一个包括缓慢变革和

０３

① Ｈａｄｌａｎｄ， Ａ􀆰 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ｔｒｉｇ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ｅｓｔ ｍｅｅｔｓ
Ｅａｓｔ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Ｗｒｏｃｌａｗ， Ｋｌｉｃｚｋｏｗ Ｃａｓｔｌｅ， ２３－２５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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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改革的历史进程， 保持文化开放思维， 从文化、 历史视野对媒介体制动态和静态进行分析， 而非

从单一的哲学或者意识形态维度进行分析。 哈林和曼奇尼的分析方法十分有限， 特别强调对政治因素

的考量， 很少关心新媒体技术、 文化和全球化变量， 并且模式与现实之间存在严重脱节， 需要将既有

的研究和分析扩展到新的领域。 全球化背景下， 民族—国家不能再继续作为媒介体制分析的唯一基础，
超越民族国家或者深入民族国家内部的分析也需要考虑［４］ ： 将超越和国家内部视野考虑进去， 将新媒

介技术和新的传播模式考虑进去， 将政治、 经济、 文化和社会等影响媒介体制的根本性变量结合起来，
注重媒介体制转向和变迁研究。［１０］

二、 新媒体技术逻辑下如何进行媒介体制研究

（一） 回应内在性问题和提出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坚守本质

新技术逻辑下， 制度变迁和范式转型成为当前各国媒介体制变迁的基本取向， 新旧媒体之间， 国内

国外媒体之间矛盾丛生， 冲突不断， 贯穿其中的价值理念、 体制框架、 政策行为、 技术基础等构成一

幅多重复合， 既充满前进动力， 又进退维谷的传媒图景。 在此背景下， 媒介体制的研究问题应该有所

更新， 不再局限于起始状态的研究， 在新媒体技术逻辑下， 需要在本质问题的基础上研究新问题， 诸

如： 媒介体制发生怎样的变迁？ 导致变迁的动力究竟来自哪里？ 这些动力因素包括哪些？ 是外生动力

为主， 还是内生动力为主？ 是技术推动， 还是利益博弈？ 变迁的轨迹是否有规律可循？ 这些变迁造成

什么样的社会影响？［１２］上述问题是媒介体制研究需要把握的本质性问题， 因此需将这些本质问题纳入对

媒介体制变化过程进行总体性大跨度的准确描述中， 纳入对媒介体制变迁的历史、 场景进行解码和注

释中， 并在深度考察和历史图景式研究的基础上给出理论解释，［１６］提出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和媒介体制

动态变迁模式。
多种力量博弈使得媒介体制的变迁过程充满变数， 针对充满变数的媒介体制， 需仔细研究其内部

肌理和内在变迁逻辑， 既有的直观式解读， 对变数的描述性总结， 缺乏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虽有学

者通过对报业、 广播电视等体制变迁的观察， 进行精确的描述和总结， 但将变迁的动力机制总结为经

济利益驱动、 政治决定论， 而无法深入媒介技术自身的演变规律， 忽视知识和权力的关系， 从而也忽

视体制形成以及变迁过程中利益集团之间和体制变迁之间的关系， 呈现出托马斯 ２００７ 年提出的 “媒介

体制理论与现实脱节的问题” ［１０］ 。 因此需在动态变迁分析过程中提出有解释力和有时间效度的分析框

架。 对于动态博弈的张力分析， 需要从分析框架上进行完善， 引入经济社会学理论、 新政治经济学、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等多学科的框架和多视野的范式， 从历史的视角和多元逻辑入手， 才能准确梳理出

媒介体制变迁的历史脉络和深层逻辑。［１７］

具体到媒介体制的比较研究， 其目的是为了回答以下问题： 在不同文化背景、 社会环境与政治体制

下， 媒介缘何会形成特定的组织形式； 在不同的条件下媒介如何、 为何遵循不同的发展轨迹； 不同类

型的传媒之间如何进行关联并彼此影响； 媒介体制如何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相较于静态的描述

性研究， 媒介体制的动态比较研究方法更具有意义。［１８］

（二） 借助其他理论资源和方法， 进行融合性研究———去除路径依赖

自 《报刊的四种理论》 开启媒介体制研究范式之后， 后续研究一直存在着对既有研究的路径依

赖，［１０］借助政治学等理论来源， 与其他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 研究方法进一步融合， 扩大理论资源和方

法来源， 去除媒介体制研究对既有研究路径的依赖， 例如对统计学方法和个案研究方法的借用。 比较

分析法和个案研究法各有缺陷， 结合使用， 取其精华去其缺陷， 从而充分发挥不同方法的内在优势。
借助个案研究提供的丰富经验材料， 借助其他理论来源和理论框架， 通过系统收集和分析经验材料进

行比较研究， 在比较性经验研究基础上， 实现理论的凝结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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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有必要推动既有研究范式和路径的互动融合。 在全球化技术和价值领域的 “世界大战” 背

景下， 把媒介体制研究框限于政治与经济分野的逻辑下， 把彼此之间的差异总结为 “自我与他者” “内
在与外在” 的往复归纳和简单更新， 容易陷入简单化逻辑中。 有必要超越规范性研究和经验性研究路

径， 尤其是比较研究范式， 因其停留在大量经验性数据归纳总结的层面而陷入简单化困境。 因此需要

加入全球化视野、 现代性维度、 技术的考量， 挖掘这些因素之间相互的关系网， 探讨此关系网与媒介

体制变迁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 从而在对具体的和特殊的经验数据综合分析中归纳总结出规范性理论，
将量化数据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实现规范研究和经验性研究的杂糅， 解决比较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兼容

性问题， 实现两者真正的互动融合， 致力于当代全球化和现代性背景下的技术、 文化、 社会、 经济、
政治的结构性分析， 以期从中找到媒介体制研究的批判性的、 积极且客观的分析。

如何实现融合， 尤其是在全球化视野下， 此关乎研究基点的问题。 要跳出西方模式和民族国家模

式， 扩大研究的理论和经验视野， 寻找新的研究范畴。 在新媒体技术逻辑的冲击下， 需要加入： 对新

媒体媒介体制和传统媒介体制的比较分析， 全球媒介公司下的跨国媒介体制之间的对比分析， 探析全

球化的力量和新媒体技术是否会驱使媒介体制走向同质化， 分析全球化和技术发展对媒介体制的本质

性影响。 学者李金铨针对国际传播研究提出的 “在地经验， 全球视野” 逻辑可以借用，［１９］ 媒介技术的

全球化发展， 使得媒介体制超越民族国家范畴， 同时又扎根本土经验， 从活生生的在地媒介体制现实

和经验数据开始， 借助规范性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概念、 逻辑和理论框架， 实现 “因果关系” “纵横相关

关系” 和 “意义充分性” 的结合， 一方面理解媒介体制形成和变迁的前因后果， 另一方面阐明媒介体

制现实丰富又复杂的理论意义， 在历史架构内追溯具体之因和意义之网， 同时借助格尔兹的深描法，
在比较个案研究中刻画、 剥解层层意义， 烘托出各种社会形态、 结构、 过程、 动机与互动关系。 规范

性研究提供理论， 而经验性研究则深入具体的媒介体制现象， 将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结合， 才能真正

全面反映媒介体制研究的旨趣所在。
（三） 从社会系统出发， 了解传媒体制赖以生存的整体意义语境———增补语境空缺

“媒介体制是历史的产物， 反映着一国的宗教、 文化、 生活和社会状况” ［４］ ， 任何一种媒介体制都

不是静态存在， 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历时性地发生着改变。 要想全面了解各种传媒体制之间的差异，
做出有意义的比较分析， 就必须考察传媒赖以运行的政治结构、 经济形态、 社会系统、 历史语境、 文

化体制， 并寻找这些要素之间的深层次关系， 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 因此媒介体制研究需要综合媒介

体制坐落的历史语境后， 选择合理的研究变量和维度， 来建立更为系统和更为科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

路径。
与传统文化等历史语境相比， 全球化、 现代性和新媒体技术构成了媒介体制研究的当下社会语境。

因此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 需要了解媒介体制出现新的样态， 一方面是技术更新层面， 即新旧媒体体

制之间的变迁和关系， 在何种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环境中变革， 变革的原因是什么， 造成怎样的影响，
变迁状态存在怎样的差异性和丰富性； 另一方面是全球化和现代性语境带来的新影响， 或深入民族国

家内部进行深描， 弥补既有研究中对民族国家内媒介体制系统的具体分析的不足， 或超越民族国家单

位的分析视野， 分析区域性媒介体制的形成和动态变迁， 从整体性和总体性层面分析全球化趋势对媒

介体制的影响。 媒介体制的当下语境作为整个社会结构组成部分和媒介实践活动新变化的表征， 因此

需要从社会学、 政治经济学、 文化研究或哲学角度整体性地梳理出新的变数， 分析新的媒介体制变迁

因素与社会的关系， 着重研究媒介体制的历史性、 社会性和差异性， 尤其是对媒介体制中呈现的传媒

与权力等根本问题的批判性考察和深层次分析。
除历史语境和当下语境的烛照之外， 还要关照媒介体制坐落的意义语境， 深入挖掘不同社会形态

下各国对传媒功能的基本假设和信念， 以此了解传媒和社会系统之间的真正关系。 但此并非要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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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 利益价值和意识形态色彩高高凌驾于媒介体制之上， 完成决定论的再论证， 而是要深入了解媒

介体制差异的本质原因， 为什么各国会呈现出不同的传媒体制变迁轨迹， 为什么会导致今天这种多样

化、 差异化的媒介体制现状。 不仅要指向媒介体制与各种价值预设、 理念铺垫、 意识形态色彩层面，
更要深入了解媒介结构与社会系统之间互动的关系， 以及两者关系的历时性、 经验性的分析。

（四） 从新参数出发， 动静结合中深描媒介体制动态变迁的图景———注重动态变迁

无论是 《报刊的四种理论》 还是 《比较媒介体制研究》 给出的模式， 现存的分类模式在时间轴上

移动后就逐渐呈现出不适用的特点， 这种历史维度和历时层面的不适用性与既有研究模式和理论的局

限性相对应， 因此需要在分析的维度中， 纳入历时性视野， 避免 “媒介体制的不确定性和暂时稳定性，
存在解释范畴和视野不当问题， 忽视国家内部、 区域性和全球范畴” 问题。［４］

在新媒体技术和全球化视野下， 资本全球流动、 市场逻辑全球繁殖、 技术全球扩散、 时空全球压

缩， 各国的媒介组织形式和功能定位发生多层次、 全方位的历史性转型。［２０］融合新闻、 多媒体技术、 多

元文化， 使得不同国家需要重新定位媒体角色和组织模式， 新旧媒体技术之间的竞争逻辑和跨国媒体

公司全球定位以及互联网的全球发展， 与媒介技术转型和产业转型相适应， 各国媒介体制纷纷经历着

最为深刻的结构转型。［１２］因此媒介体制研究除了传统的路径， 还需要纳入新时空因素和新媒体技术逻辑

的考量， 需要进行不同国家媒介体制的比较。 在对不同时间点上的媒介体制进行比较 （静态的横向研

究） 外， 还要有历时性的动态媒介体制研究， 实现空间层面 （全球视野） 和时间层面 （历史视野） 的

结合， 以此才能更加系统和全面地分析新媒体技术逻辑下的媒介体制的多样性、 丰富性和差异性。
在空间层面， 确定合理的比较范围， 实现个案的丰富性、 差异性与模式的普适性和概括性之间的平

衡。 同时， 因媒介体制的比较研究， 不以共性总结和模式归纳为终极目的， 不是普遍化、 一般性的研

究， 而是以问题为导向， 而偏差个案作为问题的一个面相， 即使偏离的个案会削弱假设的合法性， 甚

至证伪假设， 也需思考察偏差个案的意义。［２１］此外， 如何对不同地区的国家进行分类， 尤其是如何对兼

具诸多相似性特征的中间灰色地带的分类， 如何对变量和要素进行合理性选择都是需要仔细考量的问

题。 影响媒介体制的因素和变量很多， 例如政治模式、 市场规模、 媒体集中化程度、 新闻自由度、 种

族与语言结构、 意识形态与文化模式、 习俗传统、 法律惯例等， 因此面对诸多变量和要素， 要确定关

键性变量和要素， 把媒介体制的比较分析集中在可比性 （可比性指的是诸多重要变量之间的相似性）
的案例上和关键变量上， 对超越民族国家范畴的区域性媒介体制内部的差异性和丰富性现实进行考虑。

在时间层面， 将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进行结合。 在动态层面上， 对媒介体制变迁的不同阶段、 特

点、 动力机制进行分析， 在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媒介体制的范式及在其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不同范式之间

的起承转合， 找出媒介制度形成和变迁的结构性因果关系和历时性因果逻辑， 从而弥补既有研究中

“没有对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 ［１２］ 的问题； 在静态层面上， 进行全球范围内的比较分

析， 比较分析的焦点不能过于狭隘， 对于媒介体制比较分析的变量也不能过度简单化， 对模式的总结

和理论的建设需要在个案的复杂性和模式的普适性之间寻找平衡， 不能为了总结出普遍性、 抽象化的

模式， 而抹杀特殊性和偏差， 既要有对特定模式内部的差异有所考量， 也需要充分观察媒介体制历时

性的变化。
新旧媒体技术逻辑之间的冲突， 新闻业整体遭遇的危机， 亟需新闻改革。 而新闻改革如果需要突破

旧有的改革困境， 需要媒介体制有所突破。 而媒介制度变迁是在资本全球化和以互联网技术快速扩张

为主体的国际背景下， 融合资源、 利益、 关系、 功能等多种要素的重新分配条件下进行的。 在多种因

素和力量的博弈下， 媒介体制的影响因子日渐复杂多变， 媒介体制的变迁将突破传统的政治主导框架，
成为多种利益集团博弈的诱致性变迁， 因此对媒介体制的研究需要结合政治逻辑、 经济逻辑、 公共利

益逻辑、 技术逻辑等多种要素来探讨。［２２］在多种利益成分、 社会群体、 社会力量、 社会意志的混合中分

３３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 ２５ 卷

析其 “文化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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